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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语言学、语篇语言学及对比语篇学与翻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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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上个世纪兴起和发展的对比语言学、语篇语言学和对比语篇学与翻译研究有着密切的联系，并贯穿于语言翻译学的整个发展历程。通过对国内外有关翻译文献的梳理，可以清楚地看到相关学科的结合有着不同的侧重点和研究对象，同时也更加明确采取综合研究法是使翻译学科向独立性及完整性发展的重要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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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如果从真正具有理论意识（指把对比分析上升到理论高度）算起，对比语言学（contrastive linguistics）可追溯到19世纪初的洪堡特（Humboldt），他当时撰写了一篇题为《论与语言发展的不同时期有关的比较语言研究》（威廉·冯·洪堡特 1999：译序42-43）的文章，为语言对比研究开辟了先河。20世纪初，丹麦语言学家叶斯柏森（Jesperson）的语言世界观为今后的对比分析指明了方向。尽管对比分析这一语言研究方法存在了一段时间，但“对比语言学”这一术语只是在1941年才得以出现。（Whorf 1941：233-245）如果说在对比语言学创立之前，译者在翻译中是无意识地使用了对比分析的方法，那么在20世纪50年代后，翻译研究者则开始真正采用语言对比分析的方法研究翻译问题。
1980年以《对比分析》（James 1980）一书的问世为标志，在欧洲乃至全世界又掀起了一股全新的对比分析浪潮。此次，对比语言学的研究领域已从传统的语音、词汇、语法三个层面扩展到语篇、语义、语用、修辞以及文化等诸多层面，而且出现了跨学科研究，即把对比语言学、语篇语言学(text linguistics)与翻译学（translatology）三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从而构建出一个新的学科。哈特曼（Hartmann）把它称为“对比语篇学”（contrastive textology）。
语篇语言学作为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公认的说法是始于20世纪60年代，而“语篇语言学”这一术语最早是由德国语言学家魏因里希（Weinrich）提出的。(转引自黄国文 1988：6) 在语篇语言学的前进道路上韩礼德（Halliday），哈桑（Hasan），格里姆斯（Grimes）等一大批学者留下了自己的足迹。

对比语言学和语篇语言学均为语言学的分支学科，20世纪80—90年代两者都进入到空前的发展时期。与此同时，双向研究，即语篇层面的对比研究也开展起来，因为对比语言学的主要问题就是，“要对语言进行比较描写，必须选择合适的语法模式以及找出（两种）语言单位对比基础的参照物”。（哈杜默德•布斯曼 2003：284）现有的语篇理论给予了研究者合适的模式，加上作为参照物的语篇，对比研究的条件已经成熟。因此，20世纪末对比语篇学得到快速发展。

1 对比语言学与翻译学
克尔采斯佐斯基（Krzeszowski 1990：1）把对比分析的历史上溯到公元1000年前后，当时埃尔弗里克（Aelfric）在其著作《拉丁语法》中对比了英语和拉丁语语法。如果这只算是在外语教学和翻译中不自觉地进行的对比分析，那么我们就从对比语言学学科确立以后谈起。
对比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的应用领域是外语教学，与之相比，翻译与对比分析似乎有着更直接的联系。

在俄罗斯列茨克尔（Рецкер 1950）率先提出了翻译学与对比语言学密切相关的思想。什维策尔（Швейцер 1963: 5-12）通过分析语法现象，将翻译研究与对比分析区别开来，为从翻译着眼对比语言成分这一方法奠定了基础。加克（Гак 1979：11-21）认为，语言现象的对比分析与语言内容的翻译方法有着紧密的联系，将原文与译文对比，应采用归纳法和演绎法。斯多布尼科夫和彼得罗娃强调不能把对比语言学和翻译理论等同起来，两者的任务不同。（Сдобников, Петрова 2001）语篇既是翻译第一阶段分析的对象，也是翻译过程最后阶段综合的对象。因此，谢苗诺夫（Семенов 2001）建议运用对比语篇学来研究翻译，他的思想更前进了一步。

在西方卡特福德（Catford 1965:20）明确指出，翻译理论是比较语言学（包括共时比较和历时比较）的一个分支。但是，他的语言学翻译理论主要是以句子以下的语言单位的对比为依据。穆南（Mounin）以法语和俄语之间的翻译实践证实，翻译研究无法避免语言对比。1981年马尔通（Marton）指出，翻译实践是一种典型的对比分析练习。（转引自陈洁 2006：25）到了20世纪末，哈蒂姆将翻译学、对比语言学和语篇语言学三者结合起来讨论翻译，从对比语篇学的角度提出了一个宏观的翻译研究框架。（Hatim 1997）

我国的对比与翻译研究主要以英汉或汉英为主，有关翻译研究是建立在语言体系全面对比的基础之上。俄语界迄今只有一本有关专著（参见陈洁 2006），主要探讨语法、词汇、文化等的对比与翻译，还没有上升至语篇层次。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国内外有关的翻译研究基本上处于词本位或句本位的对比，注重语言形式的差异，这与对比语言学和翻译学的发展过程是相适宜的。当时的翻译理论书籍也主要以词汇和语法对比为开端探讨翻译的技巧问题。这些翻译经验的总结无一例外都来自两种语言对比的结果。不言而喻，对比语言学对翻译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翻译学是一门交叉性、综合性学科。它与语言学、修辞学、文化学、美学、符号学、逻辑学、心理学、信息论等学科都有着密切的关系。从这些角度进行对比研究为翻译学的确立与发展可提供理论和实证依据，因为双语翻译本质上就是在对比中展开的。只有在对比中才能找到两种语言的等值成分或等值结构。

2 语篇语言学与翻译学
语言学一向与翻译学关系密切，当代语言学，尤其是语篇语言学，更有可能为翻译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和研究模式，因为当代语言学不再限定于研究语言本身，而是把视野扩大到语境和语言的交际功能。基于此，国内外学者大都倾向于把翻译单位由句子扩展到语篇（大于句子的言语片段），并尝试采用语篇语言学理论对翻译问题进行探讨。

在俄罗斯很早就有人（Бархударов 1975）谈论语篇层次的翻译问题，但只局限于诗歌。不过，随着语篇语言学的发展，以什维策尔为代表的俄罗斯学者看到“语篇语言学的许多方面对翻译理论有着重要意义”。（转引自吴克礼 2006：298）之后，语篇翻译研究逐渐引起俄罗斯翻译界的重视，并且扩大到其他文体。1994年全俄翻译中心专门出版了一本《翻译与语篇语言学》的论文集，2001年Брандес, Провоторов撰写了《文本的译前分析》一书。

西方的语篇翻译研究比俄罗斯更为活跃，韩礼德等学者的语言理论在翻译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众所周知，在翻译实践中，译者接触的是形形色色的语篇材料。为了构建目的语语篇，译者就必须努力再现始发语语篇的“语篇特征（текстура/texture）”，力求做到语篇等值（textual equivalence）。所谓“语篇特征”，是指构成篇章的种种要素。著名语篇研究学者博格兰德和德莱斯勒（Beaugande & Dressle 1981）提出了篇章组织的七项标准：衔接（cohesion）、连贯（coherence）、意图性（intentionality）、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信息性（informativity）、情景性（situationality）、互文性(intertextuality），这对认识目的语语篇的构建问题无疑提供了宝贵的理论根据。在西方的学者中，有关翻译成果最突出的就是哈蒂姆和梅森（Mason）。他们以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语篇分析理论为依据，从语场、语旨、语式、互文性、意图性、语篇类型、语篇结构、译者等诸多方面分析各种类型的文本及其译本，为译者提供了分析问题的方法和思路，形成了一个较完整的理论体系。
在借鉴西方翻译研究和语篇语言学理论的同时，我国的语篇翻译研究也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这些成果涉及语篇研究的方方面面，主要侧重在语篇重构、语篇类型、语篇体裁、翻译研究的途径、功能语义和修辞上。尽管未能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但为语篇语言学与翻译学的结合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此外，陈宏薇（1996）等学者也曾以韩礼德的语言学理论探讨翻译问题，为语篇翻译研究摸索出一条语篇语言学模式。

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翻译理论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已有更多的学者把语篇视为翻译单位，并探寻新的翻译模式。众所周知，语篇是一种复杂的多维度结构，而对其各部分的分析并不能起到理解整体的作用，因此，语篇的翻译应该是“自上而下”的一个过程，从宏观层面到微观层面有序进行。

3 对比语篇学与翻译学

对比语言学和语篇语言学在上个世纪末期均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为对比语篇学的产生创造了条件。从80年代学科的建立一直到今天，对比语篇学有了长足的进步，也展现出自身的学科魅力。王福祥和吴汉樱（2007：179）在谈到语篇对比时指出：“通过对表达同样内容的原文和译文的分析，找出两种语言在谋篇布局和语法组织方面的特点和异同，总结出翻译中的客观规律和有效策略。”
在西方，早在1968年格里森（Gleason）便进行了语篇对比的尝试，（转引自马博森 2002：37-46）1980年詹姆斯提出了对比语篇学的设想，同年哈特曼完成了专著《对比语篇学：应用语言学中的话语对比分析》，真正实现了詹姆斯的想法。对语篇对比研究做出较大贡献的还有恩克维斯特（Enkvist 1984），他提出了语篇研究的四种模式以及相应的四种对比研究模式。特别应当指出的是，Hatim（1997）将对比语言学、语篇语言学和翻译学结合起来研究跨文化交际，他明确指出了对比语言学和语篇语言学理论应用于翻译过程的可行性，还就文本类型、礼貌表达、交际文化、文学作品、非文学作品以及口译等问题从对比语篇学的角度进行了系统化的分析探讨。

俄罗斯学者同样也意识到语篇对比研究的可能性和重要性。通过有限的资料，我们发现俄罗斯学者主要对衔接手段、主位和述位、有定和无定、语义和语用、跨文化交际、语篇类型等方面的对比感兴趣。（Чернухина 1990: 27; Анисимова 2003）
在我国80年代才开始有这方面的研究。90年代情况有了一定的改观，出现了一些有代表性的作品（索玉柱 1996，1997；李战子 1998；等等），进入21世纪之后相关文章和论著开始大量涌现。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语篇对比研究主要集中在修辞（Conner 1996）、衔接（朱永生、郑立信、苗立伟 2001；史铁强 1997）、文化与语篇结构等方面，另外还有一些角度，如语篇功能、诗学、情态、美学、语义、语用…… 值得说明的是，黄国文（2006）分别尝试运用功能语言学理论对英汉（或汉英）互译文本进行分析，他们的研究证明了“翻译为对比语篇学提供了一个很适用的研究框架”。（杨自俭 2005）
语篇语言学在国内外的繁荣，为语篇对比分析带来丰硕的成果，特别是结合翻译作品进行对比研究促进了对比语篇学的发展。如今，跨学科研究已成为现代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只有各学科的有机结合才能结出丰硕的果实。

4 结语

对比语言学、语篇语言学和对比语篇学三门学科相应地反映了翻译学的发展水平。第一阶段是为了从词汇和语法角度寻求等值成分或等值结构；第二阶段是把翻译单位上升到语篇，并从语篇分析的角度探讨翻译研究模式；第三阶段试图总结出翻译中的客观规律和有效策略，建立一个宏观的翻译研究框架。

总之，翻译学与语言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翻译学：一门跨学科》中，玛丽·斯内尔-霍恩比等编者明确地指出了翻译学的跨学科性质，（Snell-Hornby, Pöchhacker 1994）而采取综合研究法是使翻译学科向独立、完整发展的重要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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